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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 
——弗洛姆自由思想及其对伯林的回应 

张夺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陕西西安，710006) 

摘要：弗洛姆对“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具有着重要的伦理与政治意义。其自由概念的实质是通过 

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来反对外在权威，提倡通过人自身发展与社会条件的改善实现真正的自由，孜孜以求人的自 

由发展。伯林的自由概念的实质则是阻止权威的入侵，摆脱任何形式的束缚，体现对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不可侵 

犯的神圣信仰。伯林在《自由论》中对弗洛姆的“积极自由”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积极自由”最终会走向自由 

的反面，导致人自由的丧失，而只有“消极自由”才能确保人的自由和权利。弗洛姆从人的发展与潜能实现的角 

度认为， “积极自由”在逻辑上已包含了“消极自由” ， “消极自由”是实现“积极自由”的必要条件，但只有“积 

极自由”才能保障人之自由的全面实现。这是弗洛姆对伯林等西方自由主义的最好回应。弗洛姆的“积极自由” 

更符合人的本性，更能代表人类发展的趋势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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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姆一生执着于诊断和剖析现代人 “逃避自由” 

的心理机制， 以此来反对极权主义与各种非理性权威， 

呼吁通过爱与生产性工作， 改善现代人之自由的经济、 

政治、心理等条件。弗洛姆的自由概念，不仅仅是一 

个心理学的范畴，他对“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 

的区分同时具有着重要的伦理与政治意义。与伯林的 

两种自由相比，二者在外延与内涵上虽不尽相同，但 

在理论价值取向上却有着相通之处。本文通过对弗洛 

姆与柏林的不同致思路径的分析，对二者自由思想做 

一简单比较，以彰显弗洛姆自由思想的伦理与政治意 

义。 

一、弗洛姆与伯林自由思想的 

不同致思路径 

西方自由主义对自由问题的探讨一直沿袭着经验 

主义与理性主义两种传统， “消极自由” 与 “积极自由” 

之争，则是这两种传统的集中体现，贯穿于近现代自 

由思想的发展始终。具有思想史家与思想家双重身份 

的以赛亚·伯林，通过对自由思想史的考察，明确系 

统地提出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两个范畴， 

并以此展开了自己的论述。伯林把政治自由作为其自 

由观的基本内涵，以此来回答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力的 

边界问题——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在伯林看来，个 

人的政治自由问题，也就是政治权力的边界问题，是 

历史地发展起来的， 政治自由为公共权力划界， 诉求于 

个人权利。 但政治自由本身并不是内在于人的概念之中 

的，而是历史地成长起来的，有着确定的疆域。伯林将 

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力的边界问题概括为逻辑相关的 

“我被谁统治？”与“我被统治到何种程度？”两个问 

题，并基于此区分了“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 “积 

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两个范畴。 “消极自由”回答 

这样的问题： “主体(一个人或人的群体)被允许或必须 

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 

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 [1](170) “积极自由” 

回答的问题则是“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是决定某人做 

这个、成为这样而不是做那个、成为那样的那种控制 

或干涉的根源？” [1](170) 简单地说， “消极自由”就是 

免于他人干涉的自由，而“积极自由”则是一种理性 

自主的自由。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伯林自由思想的实 

质是服从与强制的关系问题，也可以说是私人领域与 

公共领域划界问题。这一方面继承了西方自由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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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在西方自由主义的传统中，人性论是自由思想 

的基础，但自由并非与人性直接相等同。自由并非最 

高的价值目标，但却是诸如正义、公平等价值的逻辑 

起点。同时自由具有内在的价值，其核心是人的权利 

与个人的活动空间。伯林的自由范畴显然是个人主义 

的——这是西方自由主义的首要原则。因此，伯林是 

这样定义政治自由的： “政治自由简单地说， 就是一个 

人能够不被他人阻碍地行动的领域。如果别人阻止我 

做我本来能够做的事，那么就是不自由的；如果我的 

不被干涉地行动的领域被别人挤压至某种最小的程 

度，我便可以说是被强制的，或者说，是处于被奴役 

状态的。 ” [1](170) 另一方面，如果认为伯林在论述过程 

中极力地推崇“消极自由”而反对“积极自由” ，那显 

然是对他的误解。伯林把“消极自由”当作现代文明 

与民主政治发展的成果加以肯定，但并不必然地反对 

“积极自由” ，在他看来，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只是自由的两个方面。 伯林是要告诫人们， “消极自由” 

是以法律、制度等形式确立和保障的人的权利，因而 

具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而“积极自由”虽然在日 

常生活中更吸引人，更追求于人的发展，但与“消极 

自由”相比，更容易被歪曲和滥用，甚至走向自由的 

反面。

在弗洛姆这里，自由是与权威相对、与人性属于 

同等层次的范畴。弗洛姆认为， “不从”是人类历史的 

开端，自由意味着对权威说“不” ，人与自由的产生是 

同一历史过程，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追求自由的奋斗 

史。弗洛姆以《圣经》中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 

故事说明了人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在亚当和夏娃被放 

逐之前，并没有独立自由的“人”存在。而人类成为 

“人” ，就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行为，同时也是对上帝权 

威的不从与反抗。可见，在弗洛姆看来，人是在不断 

反抗权威，不断挣脱外在束缚的过程中形成的，而自 

由作为反抗权威的能力或行为，是人的本质属性。然 

而，在现代社会， “公开的权威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 

‘匿名的’权威。它伪装成一般常识、科学、心理健 

康、正规性、公众舆论。它是心照不宣的，无需采取 

命令式。它不是一种粗暴的强迫而只是一种温和的说 

服。 ” [2](222) 与匿名权威相伴随的则是人对自由的恐惧， 

人们企图逃避自由来换取安全感。对于现代人的这种 

自由，弗洛姆持否定态度。弗洛姆早于伯林在《逃避 

自由》中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进行了区分。 

对弗洛姆而言， “消极自由”是免于外在权威束缚的自 

由，即“免于……自由”(freedom from)； “积极自由” 

则是以自我实现为目标， 以爱和理性力量行动的自由， 

即“做……自由”(freedom to)。弗洛姆所言的人们所 

要逃避的自由不是“积极自由” ，而是“消极自由” 。 

弗洛姆认为， “消极自由” 一方面使人摆脱了权威的束 

缚，但同时也使人失去安全感，变得孤独无助，甚至 

导致人自身力量的丧失，最终否定人的自由。人应该 

向“积极自由”发展，通过爱与生产性工作，不断完 

善人格，实现潜能，使人成为真正的自由人。 

简而言之，弗洛姆与伯林探讨人的自由问题的致 

思路径截然不同：弗洛姆自由思想的理论视域是人的 

类本质与人性的发展；而伯林自由范畴的首要原则及 

关注点则是个人权利与私人领域。弗洛姆综合了马克 

思与弗洛伊德的人道主义思想，以社会心理学的视角 

剖析现代人的自由问题，因此属于心理学与伦理学意 

义上的自由。 伯林承袭了西方自由主义的经验论传统， 

将自由作为现实政治实践的价值追求，因而侧重点是 

政治法律意义上的自由。尽管二者的理论视域与致思 

路径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都是以追求人的自由为 

最终的价值目标。因此，在具体理论论述上二者又有 

着很多重叠与价值相通之处。伯林批判弗洛姆的“积 

极自由”有可能走向自由的反面，弗洛姆在剖析批判 

现代人所逃避的“消极自由”时，已包括伯林的“消 

极自由”在内。伯林对弗洛姆的批判是否成立，弗洛 

姆又是如何对此进行“回应”的？“消极自由”与“积 

极自由”是彼此冲突的，还是自由问题辩证的两个方 

面？只有澄清上述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二者自由思想的 

实质。 

二、弗洛姆对伯林批判的“回应”及 

其自由观的实质 

上文中我们比较了弗洛姆与伯林自由思想的不同 

致思路径，二者在自由问题的逻辑起点与价值指向上 

都略有不同，但因此而忽视二者自由思想的价值相通 

之处显然是不合适的，也无法真正把握两种自由的实 

质。伯林在《自由论》中批判弗洛姆“积极自由”的 

依据是什么，弗洛姆又是如何进行“回应”的呢？ 

伯林对弗洛姆自由思想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 

面：一方面，伯林认为，弗洛姆将自由等同于行动本 

身，这样容易导致取消人行动的机会或可能性；另一 

方面， 伯林指出， 作为人的理性自主与潜能实现的 “积 

极自由”很容易被滥用而堕落成自由的反面。就第一 

个方面而言，我们很容易看出伯林与弗洛姆对“自由” 

这一概念的理解与使用上的不同。如伯林所说： “在我 

看来，这些思想家最常见的做法是把自由等同于这些 

成长与向前发展的、制度化(‘有机’)生活形式的‘积 

极’活动，而不是等同于仅仅(‘消极地’)清除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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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体’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更不用说把它视为铲 

除个人所受障碍的活动了——这种障碍的铲除，充其 

量也只被他们视为自由的条件，而非自由本身。 ” [1](38) 

伯林认为，将自由等同于行动本身或者是行动的条件 

与能力等，都会使自由这个范畴的涵义过分的宽泛， 

从而模糊和冲淡了最核心的问题——行动的权利和机 

会。因此， “自由是行动的机会，而不是行动本身；行 

动的可能性并不必然是弗洛姆与克里克将其等而视之 

的行动的动态实现。 ” [1](35) 自由不是伯林思想的最高价 

值取向，但自由本身却是伯林思想中不可或缺的价值 

之一。伯林反对决定论取消人的选择自由，他极力为 

维护人的选择权而论证自由自身的价值。政治自由或 

私人领域作为人不受干涉而进行选择的自由，理所当 

然地成为伯林自由思想最基本的内涵。 

而对于弗洛姆来说，自由有着重要的社会心理学 

意义， 首先指的是免于外在权威束缚的人的生存状态， 

同时更强调人自身的发展与潜能的实现，人的理性自 

主的能力的发展。因此，弗洛姆呼吁通过人的自发性 

活动，即爱与创造性工作，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弗洛 

姆不但没有否定人的选择自由，而且将人的自由行动 

与人类历史发展结合起来。弗洛姆认为人具有改变历 

史的自由，历史正是人类自由选择的结果。弗洛姆同 

时把人当作目的而非工具， “在这一社会里(指健全的 

社会)，没有人是别人用来达到目的的工具，每一个人 

总是并毫无例外地是自己的目的；因此，每个人都不 

是被人利用，被自己利用，而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力量 

的目的而活着。 ” [3] 人要充分发展自身就要反对各种非 

理性权威，就要具有自由行动的能力。弗洛姆的自由 

范畴，在逻辑上始终与人的发展相关联。伯林批评弗 

洛姆把自由等同于人的行动能力，认为人的行动能力 

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权威的强制，使人的行动自由异 

化，从而取消人的真正自由。因此，伯林极力强调政 

治自由，政治自由作为一种“消极自由” ，为人的真正 

自由保留了最后一块疆域。然而，弗洛姆早已指出， 

政治自由作为现代人已经获得的自由成果，并不能保 

障人的自由的真正实现。 “人们忘记了，虽然对已经获 

得的所有自由成果我们均必须全力维护，但实际上自 

由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如何增加‘量’的问题，而且 

还是一个如何改变‘质’的问题；我们不仅要维护和 

增加传统上的自由，而且还要设法去获得这样一种新 

自由：这种自由能使人们实现自己的自我，能使我们 

对自我、对人生满怀信心。 ” [2](143−144) 弗洛姆所否定的 

现代人所逃避的“消极自由”中，已包括伯林的“消 

极自由” ，即政治自由在内，可以说，这是弗洛姆对伯 

林批判的最好的“回应” 。 

伯林对弗洛姆的批判的两个方面其实属于同一个 

问题。他指责弗洛姆把自由等同于行动本身，实际上 

指的就是“积极自由” 。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的演 

讲中指出， “自由这个词的‘积极’含义源于个体成为 

他自己的主人的愿望。 ” [1](179) 在历史上，这种愿望的 

实现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也形成了区分两种自我的结 

果： “一种是为了获得独立而采取的自我克制的态度， 

另一种是为了完全相同的目的而采取的自我实现或完 

全认同于某个特定原则或理想的态度。 ” [1](183) 在后来 

为《自由论》所做的导言中，伯林对上述两种形式进 

行了修正。伯林否定了可以通过欲望的满足或者是消 

灭欲望的形式来增进自由，伯林认为，如果用欲望来 

衡量自由的程度，即便能够获得某种自由，其意义也 

显然不是自由的基本内涵。如上文所述，在伯林看来， 

自由的基本含义就是免于干涉，不被奴役。精神的自 

由或者道德的胜利在实践上有为残酷的政治压迫辩护 

的危险。因此我们可以说，伯林的“积极自由”不是 

指“退回内在城堡”的自由，而主要是指人的理性自 

主、自我实现的自由。人们对于“地位”与“承认” 

的渴望以及政治参与的自由，都是理性自我实现自由 

的具体社会政治实践形式。也就是说，伯林所批判的 

“积极自由”指的是人的理性自我实现的自由。这也 

是自斯宾诺莎，经卢梭、康德等人，直到黑格尔、马 

克思的理性主义自由观。弗洛姆在结合现代人之自由 

困境的基础上，对此进行了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继承 

与发展。 伯林通过对斯宾诺莎与康德等人观点的考察， 

试图寻找“什么东西造成了这样一种奇怪的逆转—— 

康德的严格的个人主义在那些声称是其弟子的思想家 

那里，转变为纯粹极权式的学说？” [1](201) 也就是“积 

极自由”何以走向自由的反面的问题。伯林对于“积 

极自由” 的批判， 归根结底是对理性主义一元论与 “理 

想状态”的批判。他认为这种“理想状态”下的“积 

极自由” ， 在现实层面上难免会造成对群体或社会的威 

胁，导致政治上的过度干涉与控制，经济上的市场失 

控。 “积极自由” 以理性和自由的名义实施奴役和专制， 

最终——即便不是逻辑上——在历史上与心理上堕落 

为极权主义的托词。 

事实上，对于伯林的这种自以为然的批判，弗洛 

姆无需过多的“回应”,因为二者对于“积极自由”的 

含义理解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分歧主要来源于伯林 

对弗洛姆的“误读”与彼此不同的价值诉求。伯林认 

为， “积极自由”是人的理性自我的实现，弗洛姆则从 

社会心理学角度认为： “积极的自由在于全面的、总体 

的人格的自发性活动。 ” [2](333) 弗洛姆的“积极自由” 

是相对现代人在“匿名权威”下的自由困境，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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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自由”的生存状态而提出的。 “积极自由”不仅 

要反对外在权威，而且要反对各种“匿名权威” 。弗洛 

姆严格地区分了理性权威与非理性权威：理性权威以 

人的自身发展、潜能实现为目的，完全依靠人的自我 

理性的发展，而非理性权威则是人自身力量的丧失， 

由其外在表现形式包括民族、国家、君主、教会等来 

决定人的一切。弗洛姆极力反对各种有悖于人的发展 

之目的的外在的、非理性权威，并期望通过理性权威 

的重建，同时实现人的自由与安全。伯林在论证“积 

极自由”走向自由反面的过程中，把理性主义一元论 

的现实形式——各种外在权威，作为使“积极自由” 

走向反面的现实力量，以此来批判弗洛姆的“积极自 

由” 。却不知，弗洛姆 “积极自由”就是要反对各种 

外在权威。作为理性主义一元论的表现形式的外在权 

威有可能使自由走向专制，而非“积极自由”本身走 

向自由的反面。反对极权主义等非理性权威，这是弗 

洛姆与伯林的共同追求。因此，我们可以说，伯林对 

弗洛姆的批判来源于对弗洛姆“积极自由”的误解。另 

一方面，伯林也提出了理性主义的“一与多”的问题， 

即个人的理性自由选择何以能够保证终极价值的实 

现？伯林说： “只有多元主义以及它所蕴含的‘消极’ 

自由标准， 在我看来， 比那些在纪律严明的威权式结构 

中寻求阶级、人民或整个人类的‘积极’自我控制的人 

所追求的目标，显得更真实也更人道。 ” [1](219−220) 这的确 

是“积极自由”所必须面对和解答的问题。然而，在弗 

洛姆这里， 问题的答案却是那么简单而又有效。 弗洛姆 

的 “积极自由” 既包含个人的爱与创造性工作等自发性 

活动，又包括个体在独立自由基础上的联合。 “只有一 

种可能的、 创造性的方法， 可以解决个体化的人同世界 

的关系，这就是：他积极地与所有人团结一致，自发性 

地活动，即爱与工作。用这种方法，将使他不是通过原 

始纽带， 而是作为一种自由和独立的个体， 再次与世界 

联接起来。 ” [2](55) 在这一点上，弗洛姆继承了马克思主 

义关于人的自由观点，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 

中指出：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 

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 

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 [4] 

由此可见，伯林对于“积极自由”的批判，显然 

不适合于弗洛姆的自由思想，二者对“积极自由”的 

叙述上有着相似性， 但对自由的实质理解上存在差异。 

伯林对弗洛姆“积极自由”的看法，显然偏离了弗洛 

姆的本意：弗洛姆对自由主张便是对人性的主张，对 

自由的追求便是对人的发展的追求。自由的本质是使 

人摆脱束缚与异化，成为自己的主人，这便是弗洛姆 

自由思想的价值与实质。 

三、两种自由的辩证关系分析 

不管是“消极自由”还是“积极自由” ，都属于明 

确有效的范畴， 都以追求人之自由为共同的终极目标， 

本身并没有价值上消极的或积极的意义之分。但两种 

自由属于自由问题的不同层次， 具有辩证的逻辑关系： 

一方面， “积极自由”逻辑上包含了“消极自由” ， “消 

极自由”是“积极自由”不可或缺的一个层面；另一 

方面，从历史逻辑上看，两种自由同源共生，共同发 

展，缺一不可。伯林推崇的“消极自由”指的是近代 

以来的政治自由，是以现代民主社会与私人领域存在 

为前提条件的,而现代民主社会与公私领域的形成则 

是作为“积极自由”的政治参与和人自身发展的结果。 

换句话说， “消极自由”的实现是“积极自由”推动的 

结果， “积极自由”的发展为“消极自由”的实现提供 

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条件，离开人对“积极自 

由”的追求， “消极自由”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也就无所谓 “消极自由” 。伯林肯定“消极自由” 

作为自由社会的当下成果，但并未绝对否定“积极自 

由” 。他只是保守地提出为了不使自由走向反面，必须 

保障人的“消极自由” ，使“积极自由”的成果即“消 

极自由”不断地得到落实与巩固。弗洛姆把“消极自 

由”与“积极自由”看作现代人自由的两个方面，认 

为自由对于现代人的意义是模棱两可的，自由的发展 

过程本身具有一定的辩证性：现代社会“用一种互相 

矛盾的手段影响人：它们使人发展了个性，但同时又 

使人孤独无援；它们增加了人的自由，但同时又创造 

了一种新的束缚。 ” [2](141) 因此，弗洛姆更主张“积极 

自由” ，他把“积极自由”作为最终极目标，而“消极 

自由”只是人性发展的一定阶段。只有“消极自由”， 

意味着人仍然缺乏安全感，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实 

际上是不自由的。因此， “消极自由”作为自由发展的 

阶段性成果与人性发展的不完善，又是必须扬弃的； 

只有“积极自由”才是终极目标，是人之自由的内涵。 

弗洛姆通过历史地考察人的自由发展状况指出：在历 

史上， “我们不难发现， ‘在自由中获益’和‘在自由 

中受害’这两种互相矛盾的倾向是怎样平行发展不断 

交织在一起的。 ” [2](164) 但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与 

迅猛发展， “自由的两个方面之间的原有的平衡改变 

了” [2](166) 。弗洛姆从人的发展角度诊断和剖析现代人 

的“消极自由”困境，伯林以现实的、独立的个人为 

本位，肯定制度规范等形式所确立的“消极自由”成 

果，两者从不同角度肯定了自由的两个方面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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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 “消极自由”既是成果又是不足，现代人的 

自由困境归根到底是两种自由发展不协调的结果。 “消 

极自由”作为摆脱束缚、免于干涉的自由已经内在于 

自我理性实现的“积极自由”之中，只有通过“积极 

自由”的发展才能最终解决人的自由问题。因此，如 

果将两种自由对立起来，使其向相反方向发展，或者 

片面强调一方面而否定另一方面，都将背离自由的本 

意与实质，无益于人的自由实现。 

综上所述，弗洛姆与伯林在区分两种自由的标准 

与逻辑起点上存在着差别，二者理论的侧重点也不尽 

相同，但他们分别代表了自由思想发展的最新理论成 

果。伯林对于两种自由的阐释，一直主导着西方政治 

哲学在自由问题上的理论格局，他为人们思考自由与 

权力关系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模式。弗洛姆对于现代 

人自由困境的剖析，对于自由本性的高扬，使其理论 

不仅具有现实的批判意义，同时也为人的自我实现与 

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道路设想。如果说，弗洛姆自由 

概念的实质是通过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来反对外在权 

威，摆脱任何形式的束缚，那么，伯林的自由概念的实 

质则是阻止权威的入侵， “阻止某事或某人——阻止闯 

入我的领地或宣称对我拥有权威的他人，或者阻止妄 

想、恐惧、神经病、非理性力量之类的入侵者与暴 

君。 ” [1](207) 弗洛姆的自由等同于人的理性行为能力，而 

伯林推崇的则是个人的选择自由； 弗洛姆提倡通过人自 

身发展与社会条件的改善来实现真正的自由， 而伯林则 

是要固守虽变动不居但永远清晰可辨的那个自由的疆 

界。 弗洛姆构建了一种规范人本主义伦理学， 孜孜以求 

人的自由发展， 伯林则是个人主义与多元主义的典型代 

表，体现了对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不可侵犯的神圣信 

仰。 然而， 作为人类孜孜以求的根本目标——自由不可 

能不是积极的，人类不可能只满足于“消极自由”的成 

果，而不向更高层次的自由奋斗。从这个意义上讲，弗 

洛姆的“积极自由”更符合人的本性，更能代表人类发 

展的趋势和要求。正如马克思所说， “人不是由于具有 

避免某种事物发生的消极力量， 而是由于具有表现本身 

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是自由的。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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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liberty” and “negative liberty”—— 
Fromm’s view of liberty and his response to Berlin’s critique 

ZHANG Duo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Erich  Fromm made  a  distinction  between  “positive  liberty”  and  “negative  liberty”,  which  had  important 
ethical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The  essence  of  Fromm’s view of  liberty was  against  external authority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s essential power. Fromm diligently sought human’s liberty and development, and he advocated 
that true liberty could be realized through human developmen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conditions. The essence 
of Isaiah Berlin’s view of liberty was to prevent the authority intrusion, to get rid of any form of bondage, which reflects 
Isaiah  Berlin’s  holy  faith  in  the  minimum  individual  liberty  inviolable.  In  his  book  of  Liberty,  Isaiah  Berlin  also 
proposed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and  held  that  “positive  liberty”  put  forward  by  Erich  Fromm  would  lead  to  the 
opposite  of  liberty  and  bring about  the  loss  of  liberty,  and he  thought  only “negative  liberty”  could  ensure human’  s 
liberty  and  rights.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potential  fulfillment,  Fromm  thought  "positive 
liberty”  contained “negative  liberty”  logically,  and “negative  liberty” was  a necessity  of  achieving  “positive  liberty”. 
However, only “positive liberty” could guarantee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human liberty. This is Fromm’s best response to 
Berlin and other western  liberal’s critique. Positive  liberty  is human nature,  so  it represents  the trend and demand of 
huma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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